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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本視角的版本思維觀察
――以敦煌寫本爲中心 ∗

竇懷永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六萬多件寫本文獻，爲世人生動展示了魏晉六朝至五代宋初
間寫本在紙張、字體、裝潢、内容、形式等方面的豐富性，促使人們開始關注這種曾
被雕版印刷奪去光芒的典籍形態。隨後吐魯番文書、黑水城文獻、宋元契約文書等陸
續公諸於世，再加上清朝末年就在甘肅、新疆、陝西一帶發現的晉代《戰國策》《三
國志》古抄本等，寫本文獻在總體數量上的快速增長，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寫
本文獻在抄寫時間上的天然價值，更促使諸多學人各就其不同方面進行整理與硏究。

一、問題的提出
　從 2007年初，我在張涌泉師的指導下，開始着手校理敦煌文獻中留存的符合古
代小說特點的寫本。在進行到《金光明經》的感應記部分時，從當時業已公佈的敦
煌藏品中，梳理出 S.364、P.2099等 31件寫本1。在對各寫本逐一錄文後，我發現，
這些寫本至少在首尾題寫的卷名、抄接的佛經譯本、具體文句的用字等方面有著非
常明顯的不同，不僅存在某幾件寫本大體相似、却與其他寫本完全不同的常規情況，
也存在類似於表面上取兩種寫本的文字相互拼合而形成另一種寫本文字的特殊現象。
因此，倘若持刻本文獻積累的常規 “善本”標準或思路，選取這些寫本中的某一件爲
底本、其他 30件爲校本，整理出一个定本，不僅需要在校記中以大量的篇幅描述各
寫本之間的具體不同以及某幾件寫本之間的基本雷同，未免過於繁瑣，即使是整理
出來的 “定本”文字，似乎也難以直觀反映出敦煌寫本《金光明經》感應記在語句表
達方面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這種困惑與困難，也在我拜讀學界前輩對該感應記的整理成果中得到進一步驗
證。周紹良先生在 20世紀 80年代撰寫《敦煌文學》之 “小說”部分時，以《金光明

∗本論文成果受浙江大學 “雙一流”重點建設項目 “中華優秀文化傳承與創新計劃”支持。
1有關《金光明經》感應記所涉各寫卷的敘錄及最終校理情況，請參見《敦煌小說合集》，浙江文

藝出版社，2010年，第 295-329頁。



經》感應記的内容爲例，順手迻錄了開頭小段，幷說是根據 “S.4487、S.6035等”錄
成2。90年代期間，鄭阿財先生撰《敦煌寫卷〈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硏究》3，對其
時發現的 25件感應記寫本作簡要敘錄，重點對小說的内容特色與意義作考察。在其
中的 “錄文”部分，鄭先生似乎幷未明確指出是以哪件寫本作爲底本進行整理，僅言
首尾完整的計有 S.3257等七件，“文字無甚差異”，遂 “將校定後之全文迻錄如下，以
資參考”，云云。從具體文字的比對來看，鄭先生應當是至少將北 1426號和伯 2099

兩件寫本的文字整合後逕行寫定。2000年，楊寶玉先生發表《〈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
報傳〉校考》4，對其時發現的 26件寫本進行敘錄，討論硏究價值，進而 “依據保存
完整的 S.3257、北 1361、北 1362、北 1367、北 1424、北 1426、P.2099、L.735（即
F.260）等卷校錄，幷斟酌參考其餘各卷”，仔細校注，“諸卷文句差異較大者，於校
注中作適當說明，而文義相同，僅用詞用字小有區别者，則擇善而從，不復一一標
注”。
　倘若以表格的方式，選取感應記中的幾處描述文字，將鄭、楊兩位先生整理的
定本略作橫向對比，則相互之間在同一個文句上的具體不同，可能會表現的更加直
觀一些：

鄭先生整理本 楊先生整理本
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盡身供養，願怨家解釋。 願造《金光明經》四卷，盡形供養，願怨家解

怨釋結。
王即帖五道大神檢化形案。 王即又帖五道大神尋檢化形文案。
既無報對，偏辭不可懸信，判放居道再歸生路。 既無執對，偏詞不可懸信，判放居道再歸生路。
此經天下少本，詢訪不獲，躬歷諸方，遂於衛州
禪寂寺撿得，抄寫隨身供養。

此經天下少本，詢訪不獲，躬歷諸方，遂於衛
州禪寂寺檢得諸經目錄，抄寫此經，隨身供養，
受持讀誦。

狀如夢惛惛，常有雞、猪、鵝、鴨，一日三回，
競來咬嚙，痛不可當。

狀如眠夢惛惛，常有雞、猪、鵝、鴨，一日三
回，競來咬嚙食啖，痛不可當。

從來應其到時遂乃不見。 應其時到，乃不見。
或衒賣與人，取其財價，以爲豐足，皆須一本一
造，分眀懺唱，令此功德，資及怨家，早生人道。
諸訟自休，不復執逮。

或衒賣與人，取其財價以爲豐足，須生悔過，速
寫《金光明經》。懺悔功德，資益怨家，早生人
道，拷訟自休，不復執逯。

善男女等，明當誡之。 善男子善女人等，明當誡之！

2詳見顔廷亮主編《敦煌文學》之 “小說”篇，甘肅人民出版社，1989年，第 281-282頁。
3鄭先生文章先是以《敦煌寫卷〈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初探》爲題，收入《慶祝潘石禪先生九秩

華誕敦煌學特刊》（臺灣文津出版社，1996年）；後又以《敦煌寫卷〈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傳〉硏究（初
稿）》爲題，收入《敦煌文藪》（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再經修改後，去掉 “初稿”二字，收入
鄭先生大著《見證與宣傳–敦煌佛教靈驗記硏究》中（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年），詳參第 81-111
頁，下文之引用亦逕據此書。

4楊先生大作收入《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硏究――紀念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中國社會科學
出版社，2000年，第 328-3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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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然，各個寫本和具體文本之間存在的些許差異，基本不會影響對該篇感應記
的文學意義、佛學價值、史學意義等多角度的探討，這可能也是前輩們直接寫定文
本的原因之一。不過，各版本之間相互關係的辯證分析與各文本之間差異文字的妥
當處理，以及居於版本和文本背後的内在促成原因的探索，却又是古典文獻硏究的
一个重要内容。在這種情境之下，我不禁產生了一個疑問：寫本形態文獻的版本梳
理，有著不同於刻本的特點，那麽，在整理敦煌寫本時，是否一定要沿襲整理刻本文
獻的普遍做法，從幾個甚至幾十個敦煌寫本中選定某一件寫本作爲唯一的底本，進
而校理成唯一的一篇定本？
　基於這樣的疑問，我進而又產生了兩個方面的疑慮：

（1）敦煌寫本發現的晚清時期，雕版印刷技術已經高度成熟，刻本文獻已經成爲佔
據絶對優勢的載體形態，其學術硏究是在刻本及其版本系統爲主導思維的學術
氛圍下逐漸起步和發展的，突出表現爲秉承漢學傳統、兼容宋學而又出新，重
視考據，推崇文字訓詁與版本考證。敦煌學發韌之初，以羅振玉、劉師培爲代
表的晚清學者飽受傳統學術之寖染，在獲睹中古時期的寫本文獻資料後，自然
而然地會將其在硏究刻本文獻中所形成的分析方法、思維習慣、整理經驗等應
用於敦煌寫本的硏究與整理上，則難免存在著相對忽略刻本與寫本形態各具自
身特點的可能性。我想，這對後來學者應當會有不同程度的示範性影響。

（2）如果直接將刻本時代形成的文獻整理思維施之於寫本，所帶來的最直接的負面
影響可能是：比較容易將同一種文獻内容的多個寫本在版本上視爲均源自同一
個底本，進而在校錄時以某一個寫本爲底本、其他多個寫本爲校本，最終寫定
生成一個相對更善的文本。那麽，這樣的思維方式與校理方法，則容易造成至
少兩個問題：其一，從多個寫本之間選取某一個寫本作爲底本時，文本之間的
近似性容易成爲干擾因素。其二，以不同寫本作爲底本而整理校勘後的定本文
字之間，文字差異比率會相對較高。

　有鑒於此，當時我個人 “自告奮勇”地將 31件寫本的《金光明經》感應記文字作
了縱向差異性和橫向一致性的對比，進而劃分出了六個傳抄系統，希望既能彰顯出
各個不同的傳抄系統之間在重點語句方面的明顯區别性，又體現出各個傳抄系統内
部在特徵字詞方面的相對一致性5。

52013年前後，日本杏雨書屋開始陸續出版東洋學泰斗羽田亨博士收藏的敦煌寫本。《敦煌秘笈》
第 3册中有一件編號作羽 192號的《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寫本，經過梳理，歸入我個人劃分的系統
乙中，則《金光明經》感應記所涉及的敦煌寫本數量達到 32件。詳可參考拙文《敦煌寫本〈金光明
經〉感應記傳抄系統硏究》，收入《在浙之濱–浙江大學古籍硏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中華書
局，2016年，第 335-348頁。

183



　系統甲以北 1426爲代表，可歸入同一系統者尚有北 1367、S.462、S.6514、S.4487、
Dh5755，共計六個寫卷；

　系統乙以 P.2099爲代表，可歸入同一系統者尚有 S.3257、北 1424、北 1362、北
1363、北 1365、S.364、北 1425、Dh4363+北 1360、北 1369、S.9515、S.6035、
Dh6587、Dh2325、石谷風藏品、Dh5692，共計十七個寫卷；

　系統丙以北1361爲代表，可歸入同一系統者尚有S.4984、北1364，共計三個寫卷；
　系統丁以F260爲代表，可歸入同一系統者尚有 P.2203、S.2981，共計三個寫卷；
　系統戊僅一件，編號爲 S.4155；
　系統己僅一件，編號爲 S.1963。

　這種嘗試將寫本分出傳抄系統來整理的方式，還應用在敦煌寫本《黃仕強傳》上。
根據編撰《敦煌小說合集》時的統計，在當時業已公佈的敦煌文獻中共發現了《黃仕
強傳》寫本 12件，綴合後得到 P.2136、Dh.1672+1680、浙敦 26等 10件，經過細緻
比勘典型文句、用字習慣和區分表述口吻、行文方式等，竝適當兼顧寫本各自的殘存
情況，進而劃分出了甲、乙、丙、丁四個文本傳抄系統6。2016年 9月，方廣錩教授
編著的《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出版。在這批公佈的 36件敦煌寫本中，有一件編
號作伍倫 27號 1的《黃仕強傳》寫本可以與 P.2136歸爲同一個傳抄系統（系統丁），
竝且在文本完整程度上明顯要優於後者7。這樣一來，四個文本傳抄系統又得到了一
些豐富：

　系統甲，涉及卷號有浙敦 26號、大谷大學藏品乙 71號、P.2186、Dh.4792 +北
8290和 P.2297。

　系統乙，涉及卷號有上圖 84號、中村不折藏本 68號和Dh.1672+1680。
　系統丙，涉及卷號有北 8291。
　系統丁，涉及卷號有伍倫 27號 1和 P.2136。

　當然，必須要承認的是，這樣通過劃分傳抄系統來分别校理的方法，一方面是基
於同一文獻内容的不同傳抄寫本之間，存在著比較明顯的文本差異性的事實，另一
方面是希望能夠在尊重文本差異性的前提下，從目前數量可見的寫本間，比對出内
在的一致性特點，努力梳理（至少可以接近）文本傳抄的枝榦規律。很顯然，同一種

6有關《黃仕強傳》所涉各寫卷的敘錄及校理情況，請參見《敦煌小說合集》，第 249-263頁。
7《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國家圖書館出版社）一書公佈了日本原大藏省書記官濱田德海蒐集

珍藏的敦煌寫本 36件，其中編號作伍倫 27號 1的正是《黃仕強傳》，則該内容的寫本數量增加到 13
件。經過文字比對後，可以確定與殘損最爲嚴重的 P.2136屬於同一個傳抄系統，這也彌補了《敦煌小
說合集》中《黃仕強傳》（二）現存整理文本不完整的遺憾。詳可參拙文《敦煌小說〈黃仕強傳〉新
見寫本硏究》，見於《敦煌學輯刊》2018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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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内容存在多個寫本，且各寫本之間又存在各具特點的差異，在根本上是源於該
文獻内容的原始文本在流傳過程中，形成新的謄抄本後又 “變身”爲新的底本，繼續
流傳，角色不斷循環、同時又不斷分化所致。這個分化的誘導因素，既包括了文獻的
内容性質、抄寫載體、傳播方式、流傳區域等客觀因素，也包括了文獻誦讀者、文獻
抄寫者、文獻修改者、文獻保存者等主觀因素，是各種主客觀誘因在共時層面與歷時
層面交叉發揮影響的結果。每一個以人工手抄爲基本特點的寫本，既具有作爲文獻
載體在文獻傳承中所表現出的普遍性，更具有寫本這種載體形態本身固有的獨特性。
　平心而論，這些有關寫本的客觀問題與影響因素，在刻本文獻佔據數量優勢、版
本系統作爲主導思維的學術背景下，很難有充分的機遇表現出來，以至於非常容易
被忽略。隨著百餘年來敦煌寫本硏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契約文書等其他寫本形態的
文獻在數量上的不斷龐大，以人工手抄爲基本要素的寫本文獻日益彰顯出其有别於
刻本的自身特點。因而，我個人認爲，或許有必要居於寫本的視角，重新觀察雕版
印刷的產生與發展所帶來的版本主導思維的形成過程，理性分析刻本在替代寫本進
程中對版本遞變的正負面影響，或可有利於重新估量寫本文獻校理與刻本文獻校理
在版本系統上的不同處理方式。

二、版本與版本思維的形成
　版本，初作 “板本”，大約出現於五代宋初，其本義是針對以雕版方式印刷的書
籍而言。不過，這個詞語的產生，本身就已經說明了至少兩個問題：一是以施之木
板、雕刻上墨、折葉装訂爲基本特徵的雕版印刷，在技術上漸趨成熟，幷開始成爲主
流的文獻傳播方式；二是以寫之紙張、手工謄抄、卷軸裝幀等爲一般特點的寫本文
獻，在生產速度與數量上已經明顯不具優勢，逐漸進入淘汰區間。
　新技術的相對高效及其所激發的新熱情，促使大量寫本形態的文獻至遲從北宋
開始就被争先刊印成刻本形態，刊印文獻數量的增加又反過來促進了刊刻經驗的成
熟，而刊刻經驗所帶來的技術水平提升又進一步刺激了刊刻熱情的提高。良性循環
所生發出來的巨大作用力，有力地推動了雕版印刷的發展。無論是據社會階層而分
作官刻、家刻、坊刻，還是以地域特點而分作浙本、蜀本、閩本，在北宋及其以後的
宏大經濟背景下，雕版印刷對於文獻流傳所帶來的正面促進甚至一度完全掩蓋了其
不可避免的負面效應。這種雙重影響，也可以從生活於兩宋之交葉夢得的感慨基調
中看得出來8：

8就目前的史料來看，葉夢得（1077-1148）可能是中國歷史上較早一批硏究雕版印刷起源相關問題
的人，他根據前代文獻，提出雕版印刷術起源於唐代，這個觀點對後代影響較深。下方引文詳見《石
林燕語》卷八，中華書局，1984年，第 1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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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
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
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六經》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
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益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
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
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在我個人看來，倘若將葉夢得的上述親歷與感受放置於古代文獻繼承與傳播的大背
景下，或許可以得出至少以下幾個方面的共識：

（1）在 “未有模印之法”的寫本時代，文獻内容的傳承與傳播是靠手工謄抄完成的，
“人不多有”，因此，參與人員的文化水平、主觀動機等因素對於文獻的文本面
貌、流傳範圍等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間接促成了具備各自特點的寫本傳抄系統
的形成。

（2）“傳錄之艱”的客觀事實與 “藏書爲貴”的主觀心理，不僅帶動了 “誦讀精詳”這
一基本的文獻傳承功能的更好發揮，也提高了寫本時代 “精於讎對”這一類善
本的產生概率和存世概率，甚至也爲雕版印刷時代校勘學的成熟完善做了前期
實踐與經驗上的積累。

（3）雕版印刷的高效率製作，使得至遲在北宋時期就已經有條件將寫本時代傳承下
來的大量文獻陸續刊刻發行，“刊鏤益多”的有利局面相對改變了寫本時代文獻
“人不多有”境況，以致 “易於得書”，這不僅提高了文獻的傳播數量，也擴大了
文獻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當然，雕版刊刻的方便性與傳播的高效性，同時也
不可避免地會帶來雕刻版本的多樣化，甚至是分化。

（4）相對於北宋雕版印刷文獻數量的日益增加，“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文獻
底本的前期遴選工作則似有日益滯後之感。在《宋史》中，時常能夠見到當時
的學人 “手自校讎”的記載，如記畢士安 “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
親繕寫”9，記劉摯 “家藏書多自讎校，得善本，或手鈔錄，孜孜無倦”10。不過，
“藏本日亡”的現實，顯然也減少了刊刻所據寫本形態底本的存世數量和傳世概
率，這又反過來加劇了版本遴選工作的進一步惡化。

　應當看到，雕版印刷漸趨代替紙本抄寫的事實，固然從對立面反映了寫本時代
的没落，暗示出刻本流行之前的手寫紙本文獻勢必大量消亡，更爲重要的是，它也
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僅以古籍中刻本形態的版本爲硏究對象的狹義版本學的興起與

9詳見《宋史》卷二八一《畢士安傳》，中華書局，1977年，第 9521頁。
10詳見《宋史》卷三四○《劉摯傳》，第 108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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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例如清人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曾承接 “先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語》”之
論，對版本名稱加以討論11：
　雕板謂之板，藏本謂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於
是板本二字，合爲一名。而近人言藏書者，分目錄、板本爲兩種學派。大約官家之
書，自《崇文總目》以下，至乾隆所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爲目錄之學。私家
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晉汲古閣，及康雍乾嘉以來各藏書家，齗齗於宋元本舊
鈔，是爲板本之學。然二者皆兼校讎，是又爲校勘之學。本朝文治超軼宋元，皆此
三者爲之根柢，固不得謂爲無益之事也。
　這段文字經常在討論狹義版本學的概念時被引用。“雕板盛行，於是板本二字，
合爲一名”，業已刊刻實物的明顯增加與存而未刻寫本的隱性減少，倒逼 “板本”中的
“本”不斷弱化，而 “板”則不斷強化。是故 “近人言藏書者”，“板本”已足可與 “目錄
”抗衡而視作 “兩種學派”。這樣也就容易理解，在狹義版本學的範疇里，自然是將時
間定在宋元明清時期，對象則限於刻本。
　誠然，版本學的概念有狹義與廣義之分。不過，如果換一個角度，我個人更願
意認爲，葉德輝的論述一方面概括出了雕版印刷的出現對於傳統文獻學的推動作用，
特别是明顯地促進了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暗示出，伴隨著雕
版印刷的成熟和相關學科的發展，“版本優先”的思維借助於 “板”的現實物質形態不
斷固化，從而助長了心理層面的適應性與習慣性，即在心理與思維上首先以 “版本”

區分文獻，再運用考證手段論述這種區分的合理與否，進而再考慮版本的硏究與使
用問題。這樣一種自覺的思維過程以及隨之產生的自覺實踐行爲，我個人姑且稱之
爲 “版本思維”。
　在我看來，“版本思維”是在刻本時代對於文獻版本重要性的突出強調，是在主
觀理想上爲了追求文獻文本的歷史原貌和文獻内容的盡善盡美，在客觀行爲上形成
的對文獻版本的重視，從而逐漸形成和固化的優先強調文獻版本、且以版本學方法
硏究和使用文獻的思維。因此，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版本思維”大約可以表現爲：
一方面，是以目錄學爲主要工具，藉助著錄、題跋等各種渠道，對文獻的版本生成、
版本流傳、版本遞變等情況進行調查與考證，對文獻的早期版本、珍貴版本等進行
探訪、購求與保護；另一方面，是運用校勘、訓詁、輯佚等多種 “技術手段”，對文獻
的當前可見版本進行文本比對與整理，竝在此基礎上力求 “生成”新的 “更優”版本。
容易看出，就這兩個方面而言，前者是爲後者的更好開展而服務的，後者是對前者
的進一步發揮。從古文獻學史來看，這兩方面内容的交織作用對兩宋以後圖書的刊
刻、流通、收藏等產生了意義非凡的影響：
　
11詳見《書林清話》卷一《板本之名稱》篇，中華書局，1957年，第 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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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家藏書在北宋以後成爲新潮流，文獻版本的影響因素和影響效應漸趨巓峰，
而藏書經驗的積累也提升了版本意識。

　藏書制度與藏書文化濫觴於商周、成型於兩漢，在寫本時代自然以官府藏書爲
主體，集中庋藏和深藏秘閣成爲兩個重要的特點，但也相應存在著容易遭受毀滅性
災難和藏書功能被削弱發揮的缺陷12。雕版印刷帶來的圖書數量增加和獲取容易程度
提高，使私家藏書獲得了充足的成長動力，進而藉助科舉制度的深入實施、藏書目
錄的自覺編制等諸多有利因素，與官府藏書相互補充文獻種類、相互借鑑經營技術，
從而逐漸形成官、私藏書竝駕齊驅、各領風騷的良好格局，也一度在明清時期以江
南地區爲中心而漸臻黃金時代。
　略窺諸多藏書史料即可發現，無論是在圖書的謄抄、校理、編纂、刊刻，還是在
圖書的存放、搜求、管理、保護甚至捐獻等方面，“版本”被宋元以後的私家藏書推
崇到了極爲重要的原則高度。例如南宋進士尤袤著有《遂初堂書目》，楊萬里在序文
中記尤氏 “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鈔若干古書，其
子弟及諸女亦鈔書”，且記尤氏曾自稱 “吾所鈔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云云13。又
如明代藏書家趙琦美校理五卷本《洛陽伽藍記》，前後用時八年之久，計以五種版本
校讎，訂訛補漏近九百處。清人黃丕烈收藏宋代刻本逾百部，自號 “佞宋主人”，書
齋取名 “百宋一廛”，以至顧廣圻特撰《百宋一廛賦》以記之14。再如清代藏書家孫從
添在《藏書記要・鑑别》中開篇就說，“夫藏書而不知鑑别，猶瞽之辨色、聾之聽音，
雖其心未嘗不好，而才不足以濟之”15，寥寥數語，其對於版本鑑定的重視心態，躍
然於紙上。《書林清話》卷六有 “宋元刻本歷朝之貴賤”篇，是知宋元刻本幾乎以葉計
價，卷十有 “藏書偏好宋元刻之癖”篇，更知其時嗜宋元版本而近乎偏執。這其中固
然有文人雅士偏愛古物的風潮，但也反映出這些藏書家、文獻學家對於版本的重視。

12例如南朝梁武帝蕭衍在位近五十年，廣搜天下圖籍，謄抄繕寫，竭力充盈官府藏書，甚至要求王
公大臣之書聽從皇室調配，而藏書處所在秘閣外又增置了文德殿、華林園和東宮。548年，侯景之亂，
洗劫建康，“東宮圖籍數百㕑，焚之皆盡”（《太平御覽》卷六一九引《三國典略》）。梁元帝蕭繹以皇族
之優勢，積得圖書八萬卷，登位後又收得各類圖籍七萬卷，在位兩年間，江陵官方藏書至少在十幾萬
卷。554年，西魏攻陷江陵，“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資治通鑑》卷
一六五），王夫之故有 “書何負於元帝”之歎。

13詳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七《經籍考》，中華書局 1986年據萬有文庫十通本影印。
14《百宋一廛賦》，題署 “元和顧廣圻撰，吳縣黃丕烈注”，嘉慶十年（1805）黃氏士禮居刊本。
15詳見《藏書記要》第二則，古典文學出版社，1957年，第 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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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考據學爲代表的治學方法，在版本時代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同時又促進了
版本學的發展。

　考據之學自然以清代、尤其是乾嘉年間最爲興盛。以顧炎武、戴震、孫詒讓爲
代表的各派别考據學者，以經學文獻爲主，以漢儒注解爲宗，治學嚴謹，博通經史，
重證據，考眞僞，正訛誤，辨音讀，釋字義，校異同，運用校勘、辨僞、輯佚、注疏
和考訂史實等多種手段，對四部文獻、尤其是儒家典籍進行了細緻的爬梳、整理和
硏究，使衆多文獻在流傳中所產生的各類錯誤、疏漏和簒改得以基本消除，使許多
晦澀深奧、不堪卒讀的文獻基本可供閲讀硏究，使許多眞僞混雜、久已散佚的文獻
的本來面目得以基本恢復。
　衆所周知，在學術史上，曾受限於所謂漢學、宋學對立的觀念影響，一般將清
代考據學的發展直接歸功至漢代經古文學的繁榮，而基本無視兩宋時期考據學在義
理之學上的實踐成績和作用。實際上，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朱陸”篇中
就已旗幟鮮明地指出，從朱熹、魏了翁到宋濂、王褘再到顧炎武、閻若璩，“皆服古
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
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16。宋代經學領域的考據之學與元、明、清考據學，在
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關係。張舜徽先生在《廣校讎略》中逕以《兩宋諸儒實爲清代
樸學之先驅》爲題，認爲 “有清一代學術無不賴宋賢開其先，乾、嘉諸師特承其緖而
恢宏之耳”，例如 “史部考訂之學，不外辨正異同，勘改譌失，則吳縝《新唐書糾謬》
《五代史記纂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亦已導夫先路”17。在我看來，這樣符合
事物發展一般規律的論斷，可能才更加符合考據學對於文獻學發展貢獻的實際。客
觀來說，清代考據學是繼承歷史上考據學成果而發展成的一個的新高峰。
　如果說以毛筆、紙張爲重要標誌的寫本時代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考據
學在兩漢的初次繁榮，那麽，雕版配以印刷所帶來的刻本時代，無疑又給考據學提供
了在兩宋以後逐步繁榮的素材準備以及充足空間。同時，考據學的發展與繁榮，必
然帶動各類學者對於版本的重視及版本相關問題的硏究，而這又會反過來促進考據
學的發展。葉德輝在《書林清話》卷一《古今藏書家紀板本》中說 “談此學（即指版
本學）者，咸視爲身心性命之事”18，可以想見其對於版本學與考據學相互促進作用
的感受。很顯然，多種因素的交織，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版本思維的不斷形成、甚
至局部固化。

16詳參章學誠撰、葉瑛點校《文史通義校注・朱陸》，中華書局，2014年，第 309頁。
17詳參張舜徽《廣校讎略》卷五，中華書局，1963年，第 123-124頁。
18《書林清話》卷一《古今藏書家紀板本》篇，第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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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本思維下寫本文獻遞變進程觀察
　如果將上文有關版本和版本思維的討論動態化，以文獻流傳的一般性邏輯進程
爲背景，幷補充以若干必要環節，將某種文獻由寫本時代發展至刻本時代的變化情
況置於理論狀態下，我個人認爲，大約可以形成如下所示的進程圖：

　這張圖表以文獻A爲例，假設其在一般性的理論隨機狀態下，歷經寫本時代的
謄抄與傳播、雕版印刷逐漸取代手工抄寫、刻本時代的印刷數量激增，以及運用目
錄學、版本學、校勘學等學術考據方式的不斷整理，最終遞變作刻本形態的文獻 □A。
整個進程可以具體分作四個層次來看：

（1）在階段 1中，文獻A通過手工謄抄的方式生成了三個不同的版本。很顯然，這
個階段的傳抄過程最爲簡單，所受的外界影響因素也相對最少，因此，從文獻
内容的完整程度而言，這是最接近於文獻A原始面貌的版本。之後，這三種版
本 “變身”爲母本而繼續流傳，幷在一定範圍和時間内經歷階段 2、階段 3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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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傳抄和初步參校而衍生出新的一系列寫本，從而逐漸形成各自的傳播脈絡和
傳抄系統，文本内容各自分化的概率自然也相應開始加大。

（2）階段 4示意的是寫本形態向刻本形態過渡的時期。雕版印刷在逐步替代人工謄
抄時，一般会根據各自的現實情況，取用某一個或某幾個傳抄系統中的寫本作
爲各自雕刻製版的底本，進行大量印刷。在我個人看來，這是寫本形態進入雕
版形態的關鍵節點：一方面，製版所用底本的調查、比較、取捨、校勘，在一
定程度上決定了該文獻進入刻本時代後版本方面保留與沿襲的種類、内容方面
多寡與優劣的狀況；另一方面，通過上述動作而生成的文本内容，自然會成爲
進入刻本時代的 “最初母本”，對後續刻本形態下各版本之間的具體文本有著直
接的影響，這與階段 1極爲類似。

（3）階段 5示意的是雕版印刷取代人工謄抄後，一方面是得益於具備商業化基因的
高效新技術及其所激發的新熱情，另一方面是商業行爲的相互比較、相互借鑑
及學術行爲的版本調查、文字校勘共同作用下，從而使得文獻A產生了達到了
刊印版本與數量的巓峰。正如上文所言，這樣的雙重巓峰時期，一方面，在載
體形態上是以 “藏本日亡”爲代價的，自然會帶來多樣和分化等一系列負面問
題，另一方面，在具體文本上則難免出現 “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的衍生性
問題。

（4）階段 6、階段 7和階段 8示意了文獻A以 “版本思維”的逐漸生成與實際實施爲
背景，開始運用校勘、訓詁、輯佚等多種 “技術手段”，對當前可見版本進行文
本比對與整理，竝在此基礎上力求生成以善本爲指歸的刻本文獻 □A。相對於前
面幾個階段，最後的這三個階段，一方面是寫本時代向刻本時代過渡完成、雕
版印刷佔據主要地位後，文獻版本數量增加而導致的版本系統相互交織、文本
訛誤逐漸擴大等一系列問題的累積性表現，另一方面，也是版本思維受到版本
實物數量增加的反向刺激，逐漸酝釀、成形、討論竝且眞正實施的體現。

　必須要特别指出的是：其一，不同的文獻在由寫本形態過渡到刻本形態時，可能
會因爲自身内容、流傳等方面的個體原因而經歷較上圖或多或少的階段，每一個階
段内，也可能會因爲個體情況的不同而產生或多或少的分枝，甚至也會存在某個版
本在某個階段即亡佚的情況（圖中已作示意）。其二，寫本形態向刻本形態的遞變，
竝不意味著寫本的馬上消失，實際上會存在二者交叉共處的階段。不過，從總體上
來說，這個圖表已經基本能夠示意出大多數情況下的傳世文獻歷經寫本時代、刻本
時代的遞變發展進程19。

19李零先生在《从簡帛古書看古書的經典化》中談到，“作爲書本的經典，它的形成，主要是漢代”，
“很多古書，之所以能傳下來，產生持續的影響，不但經反覆篩選，而且被不斷改編。然而，一旦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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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版本與版本思維的視角，從上述充滿複雜性與交織性的演變進程中，我個
人認爲至少有如下三點規律性的現象值得予以特别關注：

（一）從版本外在的傳播特點來看，寫本時代在總體上表現爲相對擴散化趨向，而刻
本時代則表現爲先擴散、後集中的趨向。

　受制於寫本時代生產力水平、文化發展水平、教育普及程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寫本的謄抄速度要相對落後於刻本的刊印速度，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導致寫本時代
的版本衍生速度相對較慢，而且在總體上呈現單向擴散的趨勢。在示意圖中，階段
1到階段 3即是清晰的表現。這種特點，已經可以從上文中葉夢得 “人不多有”的回
顧中得到反映，還可以從寫本時代中意識到文本訛誤所耗費的時間上得到反向驗證。
例如北齊顔之推在《顔氏家訓・勉學》中記載了兩件北魏時期的軼事20：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都賦》注，解 “蹲鴟，芋也”，乃爲 “羊”字。
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
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
繆，誤反 “顓頊”字，“頊”當爲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謂朝士言：“從
來謬音 ‘專旭’，當音 ‘專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後，
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

一個是 “久後尋迹，方知如此”，一個是 “期年之後”方由碩儒指出其誤，這其中，除
去當事人主觀意識的原因，客觀上大約也可以從側面說明寫本時代的文獻種類在總
量上相對較低，以及同一種寫本的不同謄抄版本數量相對較少。
　雕版印刷作爲新興產業出現後，大大緩解了人工勞累程度，官民刻書坊大量建立，
促使刻本數量在短時間内呈現爆發式增長。《宋史》卷四三一記有景德二年（1002）
時邢昺與宋眞宗談論刻本一事21：

是夏，上幸國子監閲庫書，問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
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
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經典化，人們對它的改編，就少得多了，不屬於經典的，大家改它，還容易一點”。這實際上是強調
了 “經典化”文獻具備相對穩定性特徵。我個人表示贊同，同時也認爲，這類文獻在由寫本形態過渡
到刻本形態時，應當首先具有普通文獻的一般性遞變特點，然後具有作爲 “經典化”的相對穩定性優
點。《从簡帛古書看古書的經典化》收入《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年，第 468-487頁。

20北齊顔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顔氏家訓集解》卷三，上海古籍出版社，1993年，第 207頁。
21詳見《宋史》卷四三一《邢昺傳》，第 127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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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僅四千，景德年時十餘萬，四十年左右的時間，“經版”增長了二十幾倍，確
實是 “大備”，而所謂 “蓋力不能傳寫”之語，也是對上文寫本時代版本衍生速度相對
較慢的眞切反應。很顯然，這樣的增長方式也勢必帶來版本的急劇擴散化。這正是
示意圖中階段 5所反映的。但是，版本的驟然增長又會必然增加文本訛誤的概率，進
而影響文獻内容的正確表達與順利流傳。《宋史》卷四三一記判監李至曾上言 “本監
先校定諸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云云22，故 “望
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同卷還記咸平初，“學究劉可名言諸經版本多舛誤，眞宗
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23，云云。此類記述，不勝枚舉。近人陳乃乾曾言 “嘗謂
古書多一次翻刻，必多一誤”，且分作無心致誤與通人臆改兩類，也是對這一現象的
總結。
　從外在表現上可以看出，在寫本時代，文獻A的謄抄次數與版本數量表現爲同
步遞增的狀態，版本系統呈現出相對擴散化的傾向；在刻本時代，雕刻製版帶來的
高效率固然會增加文獻 □A的數量，但同一套雕版的印刷次數與版本數量未必表現爲
同步遞增的狀態，版本系統總體上會呈現出相對集中化的傾向。因而，兩宋以后版
本、目錄、校勘之學蓬勃發展，一方面是刻本時代文本内容訛誤、版本系統紊亂現象
急劇增加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解決各類訛誤、紊亂日趨增長問題的必然要求。以
生成善本爲最終指歸的版本思維體現在實際效果上，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日趨減少
版本的數量和衍生枝蔓，這就是階段 6至階段 8所要表示的意思。

（二）從版本内在的繼承特點來看，寫本時代難以在文本傳抄系統上建立有序性的
問題，在刻本時代被加倍放大。

　在絶大多數情況下，文獻在謄抄或刊印方面的時間、動機、人工等因素可以進
行有意識的控制，但是文獻的傳播方式、傳播範圍、傳播主體等一系列的繼承與流
傳問題却無法進行有目的的提前設置。因此，一旦進入大範圍的傳播流通環節，最
初生成的文獻即相應轉變爲 “母本”的角色，成爲再次謄抄或刊刻的依據，再經過一
個流傳的環節後，又轉變爲新的 “母本”，繼續下一個環節的傳播。類似這樣循環往
復的過程，也是新版本生成、傳播、再次生成新版本的過程，自然也是版本系統生
成的過程。無論是寫本形態還是刻本形態，這種傳播與衍生的規律性現象是共通的，
竝且在刻本替代寫本後，由於文獻製作的高效、文獻數量的增多以及傳播範圍伴隨
生產力的不斷擴大，愈發加劇了版本系統衍生的複雜性。
　在上文圖表中，階段 1到階段 3示意的正是文獻A在以寫本形態傳播時的一般

22詳見《宋史》卷四三一《崔頤正傳》，第 12822頁。
23詳見《宋史》卷四三一《崔頤正傳》，第 128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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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可以看出，文獻A在開始傳播後，即由原始版本而轉變爲 “母本”，生成了新
的三個謄抄本，而這三個抄本在傳播環節各自轉變爲 “母本”又形成各自不同的抄本
系統和傳播脈絡。文獻A在經過階段 3後，即在數量上由 1個而變成 9個，而且各
個階段内的謄抄勢必會存在一定程度的文本對照與借鑑，從而形成了完全不具備預
設規律的傳抄系統。階段 4示意的是以文獻A的寫本爲 “母本”，被用來刊印爲刻本
□A 的過程。在這個環節中，刊刻時 “母本”的選擇表現出更加強烈的隨機性，寫本形
態下生成的傳播脈絡幾乎被徹底打亂，既存在利用多個寫本生成一個新刻本的情況，
也存在某個寫本被完全忽略的情況：前者可視作自劉向以來的校勘章法程式的規模
化實踐與商業化運作，後者則造成了文獻A的某種版本亡佚不傳。在完全進入刻本
時代後，規模化的機械複製代替了單一化的手工謄抄，同一文獻的流傳數量急劇增
加，自然也意味著下一個流傳環節的 “母本”數量也隨之增加，而這則明顯帶來版本
系統複雜性的增加。在階段 5中，文獻 □A已經由 8個版本而擴大至 11個，以及各版
本之間的相互交叉，正是示意了上述情況。應當承認，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
度上促生了雕版印刷，從而在客觀上大大降低了因流傳而導致的文獻文本訛誤機率，
但同時也促進了文獻相互交流的頻繁和文獻傳播範圍的擴大，而這兩者又在主觀上
增加了文本的訛誤機率。文本的訛誤機率、文獻的傳播範圍與版本系統的複雜程度，
三者之間形成了同步遞增的關係。
　我個人認爲，在刻本通過應用體量逐漸擠壓寫本存在空間的階段，雕刻製版大
概率是隨機選取了寫本的某一個版本爲底本而進行的，也不排除會存在取用多個寫
本相互參考、略加校勘後再刊刻的情況。從寫本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無序性選擇，顯
然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寫本原有的前後繼承與傳抄系統，但是又幷未在雕版之初建
立透明、有序的版本挑選系統。因此，雕版印刷完全繼承了寫本時代難以在文本傳
抄系統上預先建立有序性的問題，又藉由文獻生成速度、傳播範圍等一系列因素而
被加倍放大，同一文獻的不同版本的前後繼承關係愈加複雜、甚至雜亂。

（三）從版本之間的異文特點來看，版本的傳播趨向與文本繼承特點產生的疊加效
應，增加了文本訛誤的產生概率。

　從校勘學的角度出發，文獻文本的訛誤錯亂表現，大約可以歸納爲脱、誤、衍、
倒四大類。至於訛誤的原因，歷代均有學者歸納，例如清人王念孫曾認爲文獻 “致誤
之由，則傳寫譌脱者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24，再如近人陳垣先生則認爲謬誤之因
在於 “其間無心之誤半，有心之誤亦半”25。這兩類觀點，在一般論述里頗具有代表

24詳參王念孫《讀書雜志・淮南内篇雜志》之《讀淮南子雜志書後》，江蘇古籍出版社 1985年影印
王氏家刻本，第 962頁。

25陳垣《校勘學釋例・序》，中華書局，2016年，第 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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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傳寫訛脱”實際上大抵是出於 “無心之誤”，而 “馮意妄改”則自然屬於 “有心之
誤”。可以看出，對參與文獻歷次傳播環節的抄手、刻工等在行爲動機上的客觀、主
觀區分，是歸納文獻訛誤原因的切入點。
　如果將上面文本訛誤的成因歸納，與文獻的版本生成、流散傳播和載體形態遞
變結合起來，那麽可能容易發現兩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其一，無論寫本形態，還
是刻本形態，在同一種載體形態中，同一種文獻的版本增長數量與訛誤產生概率成
正比。換個角度來說，似乎也可以理解爲：每一次謄抄或雕版的過程，既是新的版
本生成的過程，也是新的文本差異（包括訛誤）產生的過程。這個現象，在寫本時
代表現的最爲明顯。《抱朴子》中所謂 “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26，應當包含有此
意，亦可應用於總結類似北宋姚祐因福建刻本 “坤爲金”而致誤之事27。其二，在寫
本形態向刻本形態的過渡階段，刻本以數量優勢擠壓寫本的存在空間，文本的訛誤
產生概率更大。余嘉錫先生曾認爲，“今所傳六朝唐人寫本，固多能存古書之眞，然
其譌謬處，乃至不可勝乙。宋人刻書，悉據寫本，所據不同，則其本互異。校者不
同，則所刻又異”，甚至 “時異用殊，則以己意增省其文，竄易其語” 28，其言甚韙。
　版本之間的四大種類訛誤，具體表現在文本上，則可以產生多種複雜交錯的現
象。清代學者孫詒讓在《札迻・自敘》中，曾對古籍抄刻致誤問題有過論述29：

嘗謂秦、漢文籍，誼恉奧博，字例文例多與後世殊異，如《荀卿書》之 “

案”，《墨翟書》之 “唯”、“毋”，《晏子書》之以 “敚”爲 “對”，《淮南王書》
之以 “士”爲 “武”，《劉向書》之以 “能”爲 “而”，驟讀之，幾不能通其語。
復以竹帛梨棗，鈔刊婁易，則有三代文字之通叚，有秦、漢篆隸之變遷，
有魏、晉正草之輥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槧之
羼改，逵逕百出，多岐亡羊，非覃思精勘，深究本原，未易得其正也。

從竹帛到梨棗，從抄寫到刊刻，導致古籍文本產生異文、甚至訛誤的原因，既有字形
通假、字體混淆之因，也有俗寫流失、校刊簒改之故，但根本原因實際在於版本遞變
更替之間，不斷鈔寫刊刻所導致的文本訛誤的累積性爆發。
　基於以上三個方面，可以發現，古代社會的主流文獻形態由寫本逐漸遞變到刻
本，從内部驅動因素來說，是源自於寫本時代固有的文獻種類數量和文獻傳播方式，

26詳參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釋》之 “遐覽”篇，中華書局，1985年，第 335頁。
27北宋朱彧《萍州可談》卷一：姚祐元符初爲杭州學教授，堂試諸生，《易》題出 “乾爲金，坤亦爲

金，何也”。先是，福建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遺二點，故姚誤讀作 “金”。諸生疑之，因上請，
姚復爲臆說，而諸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視之，果 “釜”也，大慚，曰：“祐買着福建本！ ”中華書局，
2007年，第 123頁。

28詳見余嘉錫《藏園群書題記序》，收入《余嘉錫論學雜著》下册，中華書局，1963年，第 568-569
頁。

29詳見孫詒讓《札迻・自序》，中華書局，1989年，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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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益滿足不了秦漢隋唐間不斷提高的經濟文化水平和不斷增長的人口數量，而從外
部推動因素來看，也是兩漢以後紙張製造技術的日趨純熟和製造產量的大幅提高，對
效率相對低下的手工謄抄方式的自我揚棄。潘吉星先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做
過總結：雕版印刷這種機械複制的技術最初來自於民間，印刷品也主要在民間流行，
優點是比寫本字大易認，而且便宜，不過，“這種新型複製技術的出現，總不能指望
會迅即擴展，也不能很快淘汰手抄勞動，要有手抄與印刷、寫本與印本長期幷存的
過渡時期”30。在我個人看來，刻本逐漸替代寫本的過程，可以看作是 “自下而上”的
社會改革行爲，這與寫本替代簡策是截然不同的。對於這一點，或許發明活字印刷
的畢昇出身是 “布衣”，亦是一個側證31。顯然，這種遞變是符合歷史發展的主流方向
的，且已爲兩宋以後經濟、政治、文化日趨發達的事實所證明。因而，日本學者池田
温先生在論述敦煌寫本時曾說：“相對於寫本，刊本的優勢地位是決定性的。因此進
入印刷時代后，寫本書籍幾乎全被廢棄了。歷史發展到 19世紀后，在 10世紀之前
的寫本幾近全無的情況下，《說文》木部殘卷、《唐韻》之類的唐代寫本遺品自然成爲
了舉世無雙的瑰寶而受到世人的重視。”32

　誠然，從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最早在北宋時期就應當已經存在寫本形態
與刻本形態比肩共存的 “過渡階段”。不過，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相對高效的雕
版印刷代替了原來的手工抄寫，固然增加了文獻的流通傳播數量，但也使得寫本時
代原就脆弱的傳抄系統，到了刻本時代更加混亂，具有梳理版本的感性需要。（2）由
各種原因導致的文獻文本訛誤，與日益擴張的版本數量形成了尖銳的矛盾，致使同
一種文獻的不同版本在文本内容上差異過大，具有回溯原本的理性需求。因而，寫
本向刻本的遞變，促使寫本時代開始自發萌芽的版本意識，逐步積累條件，上升爲
自覺的版本思維。換一個角度來說，版本思維的形成，既是符合學術上以善本爲指
向的文獻整理傳統，也是符合當時社會生產與商業經營的需要。
　對於上面圖表中的文獻A而言，伴隨A在傳抄、刻印歷程中所帶來的文本内容
變化，在客觀上需要進行一次以善本爲指歸的校理，從而形成 □A ，但是顯然二者是
無法劃上等號的。因此，面對根據刻本時代的 □A的具體文本，試圖以逆向的方式推
導或校理出寫本時代的文本A，不僅從邏輯上大概率是行不通的，即使推定出文本，
其面貌也基本不可能是A的原始狀態。換言之，刻本的日趨發展壯大，是以寫本的

30詳參《中國科學技術史・造紙與印刷卷》，科學出版社，1998年，第 302頁。
31據《夢溪筆談》卷十八，“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版”云云，“布衣”自當是平民百姓之義。我

個人以爲，能夠看到雕版印刷在刻板上的缺點，從而以 “活版”的方法來改良，則畢昇必當是熟悉雕
版環節的人。潘吉星先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認爲 “很可能是雕版工人”，我個人表示贊同，詳參
第七章《印刷術的起源》第四節《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第 306頁。

32詳參池田温《敦煌漢文寫本的價值――以寫本的眞僞問題爲中心》，見《敦煌文書的世界》“本編”
部分，張銘心、郝軼君譯，中華書局，2007年，第 1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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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萎縮爲必然代價的。這對於寫本傳抄系統的分化、甚至割裂問題，衝擊得最爲
明顯。同時，這個負面影響又因爲寫本數量的減少而被逐漸掩蓋，甚至被忽略。無
疑，以敦煌寫本爲代表的寫本類文獻的不斷發現，寫本文獻傳抄系統的相關問題就
有了客觀思考與謹慎處理的必要性和現實性。

餘論
　需要特别做出說明的是，雖然本文是在討論寫本時代與刻本時代的文獻比較所
引發的一些小問題，但是這幷不意味著我認爲寫本與刻本是完全對立的。事實上，寫
本與刻本都具有其自身的長處與短處，則勢必會在不同的應用場景、社會階層中靈
活發揮各自的記載功能。況且，即使是在雕版印刷術大行其道後，以手工抄成的寫
本類文獻仍然存在，包括 “抄本”（亦作 “鈔本”）、“影抄本”等，也有學者直接稱作 “

寫本”，如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内府抄本《洪範政鑒》十二卷。《書林清話》
就以欣賞的眼光，記載了 “明以來之鈔本”近百種33。因此，“寫本時代”與 “刻本時
代”的稱呼，在我個人看來，只是根據不同時代下文獻載體的比重不同而進行的概括
性描述，顯然二者無法、更不可能是截然對立的。
　另外，在本文開篇的案例中，將《金光明經》感應記和《黃仕強傳》兩種寫本文
獻劃分出傳抄系統來分别整理，是基於我個人對於寫本傳抄特點有别於版本思維特
徵的理解而做出的嘗試，自然不可能是唯一的整理思路，因而權作引玉之磚，連同
本文一起，祈請方家斧正。　　

（作者爲浙江大學副教授）

33黃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學》一書中特設《抄本稿本批校本》一章，專門討論了宋代以來古籍的
活字本、抄本、批校本等具備人工謄抄特點的文獻，竝稱之爲 “刻本的派生物”，詳可參看。《古籍版
本學》，江蘇教育出版社，2009年，第 193-2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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